附件3

样稿一：抗日战争末期的昆明《民主周刊》

田 润

  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成立后，出版了一份名为《民主周刊》的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的主要撰稿者民盟同仁为主，主要发表有关国内政治、国际问题的评述文章，呼吁团结抗战，具有自由民主倾向，彰显了民盟在抗战末期的政治主张。

昆明《民主周刊》及其作者群体

1944年10月，作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第一个地方组织的昆明支部（1943年5月成立）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成为了民盟的第一个省级地方组织，由罗隆基任主任委员。云南省支部成立后，于1944年12月出版了《民主周刊》，作为云南省支部的机关刊物[1]，社址在府涌道14号。[2]

从1944年12月9日至1946年8月2日，《民主周刊》共出版了3卷71期。在周刊社的成立上，经费上秘密盟员民族资本家朱健飞曾筹措不少经费[3]。初期由罗隆基担任主编，抗战胜利后杜迈之、张子斋、赵沨、唐登岷先后担任主编，潘光旦、吴晗、闻一多、潘大逵先后担任该社社长。根据《云南新闻史话》载，民主周刊大力宣传团结抗战、要求民主进步的思想，在知识界、青年学生及中上层小资产阶级中拥有众多的读者。它刊登了大量的评论时局、针砭时弊、批评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文章。1946年“李闻惨案”后刊物被迫停刊[4]

另外1945年3月下旬，昆明还有一份名为《民主周刊增刊》的刊物。这被认为是“民盟内部政见不同的产物”[5]。《民主周刊增刊》由李公朴主编，编辑是张光年、王健，刊物“虽然没有公开批评罗隆基的观点”[6]，但在政治上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赞同罗隆基主张的走“第三条道路”，不能按照苏联或英美模式建国。

关于《民主周刊》，目前除了《云南新闻史话》一书中有专节论述外，并无其他专门的研究资料，一些概述性的论述散见于民盟相关的人物传记、云南民盟的相关史料中。本文主要研究《民主周刊》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论，故文论选用基本定位于从1944年12月9日第1卷第1期至1945年9月1日第2卷第7期止（不含增刊）。这一段时间内的刊物目前大部分都能够查阅到，能够满足研究的需要。目前无法查阅到的尚有第1卷第5、6、7、9、25期，但其中第5、25期能够查到目录。

作为民盟云南省支部的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的主要作者群体以民盟人士为主。通过对本文所研究的时期作者署名情况来看，文章篇数在3篇以上者，除了1人以笔名发表无法确认身份外，其余10人皆为民盟盟员。此外，杜迈之、周新民、楚图南、潘大逵、闻一多等人也在刊物上发表过署名文章。《民主周刊》因此可以看做是当之无愧的民盟喉舌。

	　　作者
	　　篇数
	　　占全部可查篇    数百分比
	　　是否民盟

	　　罗隆基
	　　35
	　　15.6
	　　是

	　　曾昭抡
	　　24
	　　10.7
	　　是

	　　吴晗
	　　8
	　　3.6
	　　是

	　　胡毅
	　　4
	　　1.8
	　　是

	　　潘光旦
	　　4
	　　1.8
	　　是

	　　楚图南
	　　3
	　　1.3
	　　是

	　　邓初民
	　　3
	　　1.3
	　　是

	　　费孝通
	　　3
	　　1.3
	　　是

	　　君山
	　　3
	　　1.3
	　　不详

	　　沈志远
	　　3
	　　1.3
	　　是

	　　子冈（应是彭子冈）
	　　3
	　　1.3
	　　否


从上述作者名录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情况，即罗隆基和曾昭抡2人的文论占到了全部文章数量的四分之一强，成为了《民主周刊》名副其实的主笔。关于刊物的稿酬，有文章记载说刊物的文稿一律不给与稿酬，少数办事人员支取微薄的生活费。[7]不过《周刊》中的征稿启事说：“本刊不刊文言，来稿以三千到五千为限，稿酬至少每千字四百元。”[8]具体情形，则不得而知。

昆明《民主周刊》的抗战呐喊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建立最初的政治主张就是“贯彻抗日，实践民主，加强团结”。抗日战争末期创刊的昆明《民主周刊》可以说很好地贯彻了民盟的主张。《周刊》紧紧围绕抗日形势，刊载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动态与时评、关注国内抗战末期的艰难民生、呼吁各党派势力一致团结抗战，并对抗战即将结束后的国家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1、关注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形势

　　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发行的刊物，能够让民众切实了解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分析战局变化，是读者对刊物基本要求。国内抗战形势自然首先是战时刊物关注的重点。《民主周刊》中一部分文章即为抗战的采访见闻纪实。如《记史迪威公路首次通车》[9]中提到孙立人将军时给与了生动的描述与评价：“美军工程人员知道前面作战的是孙立人部队，就敢在枪炮声中，把开山的机开向前，仿佛他们生命安全得到什么保障。“文章同时也分析了远征军战无不克的因素：给养充足，受伤战士得到及时救治（都是用飞机救送）以及盟国空军配合。而《湘桂战事侧影》[10]一文，以“不是战争的战争”为副标题，讲述了见闻听闻到的军队的军纪涣散等造成的失利。国际形势与国际时局评论方面，则因文理双全的曾昭抡的精彩时评增色不少。军事方面的如《西线德军凶猛反攻卒被阻遏》《盟军在印缅战场的成就》《由马绍尔到菲岛战争》等，时局方面的如《克里米亚会议以后的世界》《旧金山会议筹备声中的东欧政局》《阿拉伯联盟成立》等。《曾昭抡》的传记作者称之为《民主周刊》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值得永久珍视”。[11]

　　在民盟的政治主张中，抗战与民主始终是不可分的两点。《周刊》在对抗战末期的局势提出自己洞见分析时，也总是强调民主在挽救抗战危局中的重要意义。如《如何挽救西南的危局》[12]指出：“今日在军事上必须改善士兵生活，才可使官兵及军民打成一片提高战斗力量；必须加各战场的配合，才可使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动作一致，同时分途反攻。在政治上必须实现真正民主，才可促成密切团结，动员广大民众。”《吃得饱与吃得到:改善士兵生活的关键》[13]针对蒋介石批准改善士兵口粮的新方案评论认为，如果不发扬军队中的民主精神，这种改良士兵未必最终享受得到，相反都会被中间环节吃掉了。

　　在抗日思想与教育问题上，也能读到作者们以天下为己任、不求一己之太平安乐的爱国情怀。吴晗在《战时教育应有的新措施》[14]中痛斥“教育和战争完全脱节，学校如乌托邦，如桃花源，亦如象牙塔，完全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作者讲到，国外战时学校都在停办减少，而我们国立专科以上学校从战前的几十个，八年来增加而为一百几十个。又如，政府当局特别爱惜青年学生，在兵役法公布以后，学生仍旧可以免役。课程内容也与战前一样，连军训也还是单调的“开步走立正”。吴晗急切地呼吁，要停办弱势学校，合并性质相同的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由政府全权支配，学生参加军队成为国防军，服役满后回到学校继续学业，学生在校时应该学习射击驾驶通讯，必要时可以保卫地方；严格限制出国，和抗战无关的一律不发护照；提高师生生活水平，“师生同饱”。“学校如军营，才能使教育与生活一致，学业与战争一致。” 曾昭抡在《大时代在等着青年们!》[15]中呼吁，要摒除逃难的心理，现在敌人打到哪里逃到哪里，许多人拖死在路上，妻离子散，“试问这样的奔逃，对他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对于国家有何裨益？“要不惜放弃固有的职业，根绝享乐的心理，排除失败主义的心理。

　　随着抗日战争的走向胜利，《民主周刊》也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共在抗战临近胜利时应发挥的作用。著名报人杜迈之评论道：“我们在华北敌后的抗战力量现在大部分均由中共所领导，这部分力量将与苏联军事活动相配合也是很自然的事。这份力量在反攻中将尽很大的贡献，我们应该如何珍视而善护之；将来在这种收复地区内的政权将如何重建？这尤其是我们现在应当正视而迅速予以安排。“[16]

　　2、关注民生呐喊反腐

　　抗日战争末期，国家形势困难，人民生活困苦。《民主周刊》敢于毅然揭露国民政府抗战管理中的阴暗面，为民生呐喊。民生问题，首先是物价问题。如“昆明的米价，在二月间短短的两星期中，由七八千元一旦，飞跃到三万元左右一旦，简直上涨到三四倍。……对于平民生活的影响，是日益加深，逼迫着他们在生死界限上去挣扎了“[17]同时，作者也表达了对政府的极度失望：“过去对于平抑物价的办法，是寄托于少数的官长去执行，而不幸那些官吏本身便是封建商业资本的代表，所以，希望他们能平抑物价，那是与虎谋皮，越平越高！” 一封读者来信则告诉我们，政府给公务员的公米（低于市场价平价米）被事务科长抬高价格或卖给有关系的官员，来信还抱怨不敢向上峰申诉，恐怕不会有用反而丢了饭碗。[18]

　　市民的生活受物价影响甚重，而农民的处境则似乎更加悲惨。农忙前后本应忙碌的田地里如今却一片死寂，原来农民不顾农忙都去逃壮丁了。“从他们拉杂地诉说中，我们很惊讶与这（些）乡下佬对于壮丁的生活和待遇的（认识）之丰富，他们很善于描写，预期十分肯定而坚决，我简直无话可说，过境壮丁的情形，比什么都更有力的像他们说明了一切，国家民族的大义政府法令的尊严，在事实的铁拳下面都已失去了他们动人的光芒了。”[19]农村自抗战以来，地主兼并、苛捐杂税与赋役繁多给农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蒋主席说：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胜利，实寄于全国之乡村’。这点是对的；但现在农民的血汗被榨尽了，哪里还能提供生动的力量呢？空虚的感谢农民的功绩，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解除农民的痛苦，改善农民的生活，减轻农民的封建剥削。”[20]

　　军人理应是抗战中最受重视最受尊敬的人群，然而前线低级军官的来信却也颇显失望。在《如此慰劳》一文中，作者：“不要再像以前的几个慰劳团，有的只慰劳几个少数的高级官长，士兵弟兄们连他们是否来过都不知道。即使有的的确见着了士兵，但集合、听讲、在太阳底下一站就是几小时。劳实劳矣，慰则未也。这样的慰劳非但无益，反而与士兵弟兄们增添不少麻烦。”[21]而这次的参政会慰劳团的来人也不过是在礼堂里面和军官们演讲，现场给了慰问金和锦旗。不过对于慰问金作者还是存疑的，因为以前的也没见过怎么用。后来这次的慰问团好歹来了医院。但大半时间在院长室，然后到病房每人发了500元，也没有问候，也不问病情，发了即匆匆的走了。

　　所有人都为抗战付出了代价，而有些人却大发国难财。吴晗一文振聋发聩：《吾人并非为制造一批百万富豪而战》[22]：”我们九年的战争，除了丧失广大地区作战略上的撤退而外，我们的的确确制造了一批甚至一群一集团的百万的富豪。这一集团的富豪，同时也是实际中国的统治者。这些百万富豪的方法不同，有的假公营私，有的收受贿赂，有的乘机舞弊，有的敲诈勒索，有的投机走私，有的囤积居奇，有的操纵扰乱。然而，他们都是靠官商合一的牌子，亦官亦商，即官即商，似官似商的手段，则并无二至。”

　　3、呼吁一致团结抗战

　　民盟的创立初衷之一便是“加强国内团结，所有党派间最近不协调之点，亟应根本调整，使之进于正常关系”[23]。《民主周刊》完全贯彻了民盟的这一立场，从多个角度不断为抗战的团结一致而呼吁。罗隆基在《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24]说，第三大党有两个作用，一是缓冲国共两党的武力冲突，防止内战，二是团结两党以外的进步人士，促进民主。这一点，在首期时评中得到了最好的显现：“时至今日，我们的确认定是民族生命存亡的问题，不是党派政权得失的问题。是全民怎样担负责任的时期，不是党派怎样保持政权的时期。召集国是会议，共同协议国事，组织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以共同度过危急难关，这于任何人任何党无损失，而国家民族得以挽救。我们竭力盼望当权在位的人，对这种举国一致的要求，毅然决然，加以接受。时不我兴，稍纵即逝，当机立断，免受其患，全国人民实有厚望！”[25]

　　如何取得抗战的团结？《民主周刊》的文论强调民主党派的合作。罗隆基在《关于团结的几个问题》[26]中说：“我以为今日要实现团结，希望执政党还注意这几点：一、党派的谅解与团结，必须在平等地位的会议协商中获得，不能用发令与受命的方式。……二、党派合作，必须采取联合政府的方式，正真做到开放政权。”团结还要求逐步的统一军权，但首先应该有健康的政党活动。如《团结与军权统一》[27] 的作者认为统一军权、军队的国家化可能是长期的斗争，应该先从培养和平政治的习惯着手，使各政党开展正常的政治活动，“使武力虽存而犹废”。

　　在强调团结的同时，《民主周刊》也强调自由对于抗战与团结的意义。刊物作者翻译了拉斯基的《论战时言论自由》[28]，文章明确提出“展示政见的统一并不能抵消由抑制自由言论引起的损失。”而当时的政治现实却是自由甚至比八年前更不如。“今天的中国，比八年前的中国，进步的成绩在哪里？外战还没有胜利结束，国人相互残杀的枪声已响，几千万人的献血、头颅、生命做代价，换来的只是极少数人的财产集中。八年前，人民没有自由，今天更不自由；八年前社会没有平等，今天更不平等。“[29]

　　此外，《民主周刊》的文论也展现出民主团结是人民的呼唤，也是国际社会的期望。《从当前国际形势看中国民主团结前途》[30]的作者分析指出美苏战后都期望中国能够民主团结。《学生们赤诚的呼唤》一文的副标题则表明周刊拥护联大学生对国是的主张“没有民主，就没有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胜利”[31]。

　　4、对战后事务建设的设想

　　在抗日战争接近尾声之际，《民主周刊》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忧虑。对于日本的即将投降，周刊的主编罗隆基似乎充满了乐观。在《我们在抗战胜利时的主张》[32]中，他提出今后一是要保障国家安全，二是要建立国内民主的两大主张，在“关于盟军驻扎日本本土以保证日寇履行一切投降条件一点，我们以为盟国将来应以更多的责任交付中国。而中国并应自告奋勇，愿担负更多的责任。例如驻扎军队，中国应有更多的数量；撤军时期，更应重视中国的意见。”同时也要根绝日寇法西斯的思想与制度，并希望能让中国来全部接收日寇的海陆空的全部武装。

　　“战争快完了，奴隶们能到的自由吗？”[33]对于战后的政府，《民主周刊》继续呼吁要保护民主自由。“经过这次空前惨烈的反法西斯大战，已经把人类史推进到了人民的世纪。在这新形势之下，人民大众的共同要求是民主与进步，一致拒绝回到老样子去。……建设新中国，抗战的血才不算白流，才有积极的收获和意义。[34]

　　面对抗战后的国共分野，《民主周刊》一如既往强调加强党派合作，反对内战与分裂。对于国民党控制的各种报纸刊载渲染纽约时报的信息，指责中共“企图夺日军武器向同胞作战，彼并非一政党而为一阴谋夺取中国政府之组织”的情况，《周刊》给予了公允的评价：“中共究竟有无向人民打内战的阴谋，人民自有公正的认识，我们毫无意为他申辩。我们谨希望舆论界真能以国家为重，千万不要在这随时可能演分裂悲剧的时机为人民帮倒忙！”[35]它主张中国党派团结必须要做到三点“一、全国一切抗日党派的团结，而不能单是国共两党的团结；二、政策上的协调，而不是各党派中领袖个人感情上的接近；三、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指导，而非置人民于被处分地位。”[36]

　　三、昆明《民主周刊》在抗日战争末期的积极意义

　　从上文叙述可以看到，抗日战争末期的昆明《民主周刊》内容十分丰富，因此它在昆明不但是民盟的机关刊物，而且也赢得了相当数量的读者。本文认为，对于这一时期《周刊》的评价可以用三句话概况：对团结有作用、对政府有批评、对民众有启迪。

　　第一，彰显民盟主张，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民盟希望以中间人的身份在国民政府与中共之间公正协调，团结抗战的各方力量，促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宪政的进步，简单来说，就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通过上一节的叙述我们可以到，《民主周刊》在抗日战争的晚期的文论，充分显现了这三点主张，体现了民盟在力挽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上的积极作用。

　　第二，勇于为民请命，体现爱国知识分子时代精神。虽然民盟秉持第三者的中立立场，但《民主周刊》始终从客观出发，敢于为民请命，揭露抗日过程中的腐败阴暗面，发出爱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抗战时代精神。由于对政府的客观批评总是会触及政府的痛处，《民主周刊》有时也不得不“开天窗”。比较典型的是第1卷第4期《民国三十四年的瞻望:被扣》，除了标题全文开了天窗，末尾叙述“本刊时评因争取时间关系，曾商得审查处同意于付排时依法送审，本期时评全部被扣，又迫于时间，无从补撰，竟付阙如，敬向爱护本刊读者深致歉意。”[37]

　　第三，争取进步读者，获得进步舆论宣传显著成绩。刊物的意义在于它的读者群体。《民主周刊》和《民主增刊》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中、下层职员中拥有众多的读者，每期发行数千册，成为当时昆明影响较大的进步刊物[38]。另据《云南新闻史话》，民主周刊的发行量能够达到四五千份[39]。对照省政府的机关报《云南日报》最高时的发行量一万八千份[40]，四五千份的数量当不算少。因此《民主周刊》成为了抗战末期大后方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民主刊物之一，“更直接成为民盟的重要喉舌”[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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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稿二：从国府路到太平胡同 

——民盟总部迁移记

李朝林

“本同盟总部暂设首都所在地，遇必要时得由中执会决定迁移之。”这是民盟《组织规程》中关于总部设址的规定。依据这一规定，在1941—1956年的15年里，民盟总部从重庆到北京，四易其址。迁移之旅虽曲折坎坷，但坚毅执着。民盟在时代的流变中，不断调整自身，逐步完成了组织的蝶变。

民盟总部在重庆
    自1941年成立起，民盟总部就在重庆，然而其具体地址在哪里呢？

    1945年年初，民盟重庆支部曾进行选举，共设两个选区，一个在信义街，另一个在特园，说明这两地与民盟关系十分密切。先说信义街39号。这里是青年党党部，也是左舜生的住所。民盟成立之初，左舜生是日常事务的总揽者，民盟的很多活动都在其寓所开展。

    再说特园。它居于民盟内部各党各派主要活动地的“扇钉”枢纽，人员往来十分便利。这里常聚八方来客，是张澜莅渝住地，特园主人鲜英后来也担任民盟中委。因此，民盟成立、改组以及“一大”等重要会议都在这里进行，毛泽东三次在此会见张澜，有人说特园是民盟“没有挂牌的总部”。

    此外，还有民盟酝酿地重庆新村、第三党党部半山新村、职教社办事处张家花园以及救国会办公地马鞍山等，但这些都不算固定的民盟总部所在地。事实上，民盟成立之初，总部组织尚不完善，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人员及经费，多是部随人移、人随事转。直到1946年政协会议召开前夕，民盟总部才有了固定的办公场所。

    陪都国民政府所在地迤南有一条半环抱状的路，叫国府路。政协会议期间，国府路300号是民盟代表团的办事处。办事处毗邻荷兰大使馆，房子独立在花草曲径中，走廊上有几根粗而圆的柱子。办事处设有秘书处和顾问室，除了周新民等工作人员在此常住外，会议期间，黄炎培等代表也临时住于此处，这里终日人影杂沓，是民盟实际活动的中心。办事处从设立到迁离重庆，不过半年时间，但民盟总算有了一个独立的办公场所。为力促政协会议成功举办，民盟代表及工作人员在这里向社会发出征求民意的函件数百封，招待中共及民盟代表团顾问，与中共代表深夜长谈。会议之后，他们又多次在此招待中外记者，发表时局主张，坚持政协路线。此外，民盟总部机关报《民主报》报址也一直在此。

    民盟设立总部，能理顺与内部各党派分部的关系，民盟昆明支部等地方组织建立后，又领导起地方分部的盟务。1945年10月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民主同盟组织规程》完善了组织架构。总部机构包括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常委会下设14个处会，另因工作需要可设专门委员会；地方组织包括总支部、省及特别市设支部、县级普通市设分部及区分部三级。随后召开的民盟一届一中全会，决议在全国设置西南、西北、东南、南方、东北、华北及海外七个总支部。1946年4月28日，民盟第七次中常会在国府路300号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盟内党派关系、规范地方组织等六个文件。至此，民盟总部成为一个集中领导、能够理顺上下和协调内外的中央领导机构，为民盟组织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5月8日，梁漱溟离开重庆，赴南京总部领导盟务。次日，张澜致函周新民，对结束重庆总部事务作了指示。在重庆的四年里，民盟由联盟性质的松散组织起步，在坚持“抗日、民主、团结”中蓄积力量，在奔走“民主统一、和平建国”中发展壮大，逐步成为组织健全的政党。

民盟总部在南京
    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各方自然满怀欣喜和希望。

    1946年5月，民盟中委李文宜由重庆飞赴南京，到民盟总部一看，却对其状况“很不满意”。据她的回忆文章，总部机关分设蓝家庄和高门楼两处，周围都有特务监视。蓝家庄的房屋，楼上可供来京的中委居住，楼下一间卧室住着罗隆基，另有一间会议室。而总部秘书处、组织部和宣传部则设在高门楼，因为空间局促，辛志超甚至住在厨房里。

    办公条件差，工作开展也很困难。国民党背离政协路线，不仅和谈无诚意，还非法召集国民大会，对民盟的压迫也不断加强。虽然如此，民盟总部各部处人员依然坚守阵地，处理盟务。比如秘书处，除了赴昆明调查“李闻血案”外，还以总部秘书处名义，就浙鄂等地有人冒充民盟行骗一事发布紧急启事，向各级民盟组织发布关于广泛宣传总部决定及张澜主席指示、坚决反对召开“国大”的紧急通告，致函参加“国大”的民社党党籍盟员要求其退盟。

    虽然总部机关设在南京，但多数民盟领导人在上海，很多重要活动也在上海开展。从总部的政治活动看，“国大”可算作分界线，之前工作重心在南京，后来转移至上海。这种变化，完全是基于民盟坚持政协路线的立场。

    1947年1月6日至10日，民盟一届二中全会在上海愚园路联安坊11号章伯钧寓所召开。会议通过了十项重要决议案，确定了“简化总部，侧重地方”的组织工作路线，还对总部机构作了调整。

    3月，国共和谈彻底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时，将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遗留财产委托民盟代管。其后，上海马思南路的周公馆成为民盟商讨时局、开展活动的重要场所，南京总部也由蓝家庄15号迁至梅园新村30号，办公条件大为改善。据叶笃义回忆，为表庆祝，总部还大宴国际友人。然而，之后时局不断恶化，国民党当局对民盟更残酷的压迫接踵而至。

    6月初，在上海、成都、重庆等多地的大逮捕中，上百名盟员被捕，原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无法如期召开。7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戡乱总动员令”。10月7日，民盟中常委杜斌丞遭枪杀；23日起，南京民盟总部被特务包围和监视，上海马思南路民盟办事处有警察前去查视，永嘉路集益里张澜寓所也被军警特务包围；27日，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黄炎培代表民盟赴南京交涉。11月5日，民盟在集益里召开中常委扩大会议，迫于形势，决定宣布民盟自行解散。次日，以主席张澜的名义发表解散公告。

民盟宣布解散后，新华社赓即发表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寄望民盟“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几日后，黄炎培在《国讯》发表《我与民盟》，沉痛表示：“民盟已矣，自我发之，自我收之，知我罪我，其唯春秋。”稍晚，罗隆基和张澜先后住进虹桥疗养院。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则先后秘密离开上海。

民盟总部在香港

     告罗士打道，是香港湾仔一条“洋泾浜”街道名。告罗士打道50号是一栋四层楼房，这里曾是川人所办的和成银行办事处。刘文辉、龙云给民盟的捐款多由该行办理，张澜上海集益里寓所也为该行宿舍。1946年元旦，民盟南方总支在香港成立，办公地点就设在银行办事处，总支机关刊物《光明报》社址在二楼；同年2月，民盟港九支部成立，也在此办公。

    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后，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民盟此前在港已建的组织，为恢复总部、接续盟务提供了基础和保障。沈钧儒、章伯钧等抵达香港，与原在港的民盟中委会合后，在中共的帮助下，以在港中执委的名义开展活动，筹备一届三中全会。筹备组分盟务、政策、总务三个小组，负责组织讨论民盟的路线和政策、起草政治报告、筹集会议经费等工作。

    1948年1月5日至18日，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和成银行办事处三楼召开。会议决定恢复民盟总部，公开宣告与中共密切合作。会议对总部领导机构作了调整和充实，由沈钧儒、章伯钧以中常委名义领导全盟工作，通过中央联席会议决定重要事务。

    民盟香港总部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机构不算健全，在港时间也不长，却在非常时期发挥了特殊作用。民盟总部多次召开联席会议商讨盟务，还招待各民主党派人士共商时局，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组织委员会共在港举行会议33次，开展了建立制度、整饬盟纪、执行组织路线、规范地方组织等工作。总部宣传委员会则制定宣传大纲，通过接管南方总支《光明报》，恢复了总部机关刊物。

    5月6日，民盟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人士联名向国内外发表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14日，民盟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此后，民盟与各民主党派以香港为中心，在中共的帮助下，开展了新政协运动。

    9月13日，沈钧儒和章伯钧秘密启程，离开香港赴东北解放区。29日，民盟总部公推沈钧儒、章伯钧代表全盟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1949年1月21日，民盟总部发表《我们对和平的态度》声明，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主张。3月6日，民盟总部致函张澜，“临时工作委员会业于本月五日正式宣告成立”，“经公决香港联席会议应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

民盟总部在北京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现已由新政协筹备会指拨本市东厂胡同内太平胡同一号公产作为部址，一俟房屋修竣，即全部迁往办公。” 这是1949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关于民盟总部选址的报道。太平胡同一号，位于东厂北巷北口路西，原是清末藏书家文良的私宅。民国初年宅院归属交通部，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将领陈诚的公馆。1949年，此院作为公产由新政协筹备会划拨为民盟总部。几度迁移，屡遭磨折，民盟终于有了专属的固定办公场所。

    民盟总部迁往北平之初，以临时工作委员会为领导机构，推定中常委沈钧儒、章伯钧二人为该委员会主持人。临工委初设秘书处，办理一切日常工作，后增设政治委员会及盟务委员会等机构。

    中国历史即将开启新纪元，民盟在为协商建国大业积极奔走的同时，继续加强自身建设。1949年6月16日，民盟机关报《光明日报》在北平创刊；7月15日，举行首次民盟殉难先烈纪念会；新政协会议之后，又抓紧筹备一届四中全会。11月19日，总部召开会议，欢迎各地来京参加四中全会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民盟的首次中全会即将拉开帷幕。

    12月5日至20日，民盟一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宣言、政治报告、盟章等文件，决定接受共同纲领并停止民盟纲领，增选了中央委员、选举了候补中央委员。27日，一届五中全会选举了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秘书长及总部各处会主任副主任，宣告总部临工委结束。

    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盟章，保留了原中央机构的基本框架，也作了一些调整。比如，中央常务委员会为加强政治领导，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下设处会由十六个调整为九个；在大行政区设立总支部，代表中央领导盟务。虽然盟章不再将中央机构称为“总部机构”，但民盟总部依然作为领导机关发挥作用，并在后来一段时间的文件、报告及报道中普遍使用。

    新中国成立后，总部领导全盟为实现共同纲领提出的目标而奋斗，以文教为重点在政权建设和国家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不断加强自身改造。随着制度的完善、场所的固定以及人员的集中，总部机构运行规范化程度大大提升，总部机关逐步实现了人员的专职化和处会机构的部门化，分散流动办公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变。

    1953年5月27日到6月8日，民盟召开一届七中全会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调整总部机构，撤销中央政治局，撤销财务、海外、联络、工商四个委员会，增设学习、监察两个委员会。1956年2月9日至20日，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国民主同盟章程》，将各级组织的名称一律改称为中央、地方各级委员会，并将区分部改为支部，“民盟总部”从此不再作为中央领导机构的名称。

    时光荏苒，世事沧桑。数十年后，要重回历史现场绝非容易之事，但关于民盟总部的往事依然流淌在历史的字里行间。民盟总部的迁移图就是一部民盟先辈的“长征史”：为了民族道义、家国情怀和民主理想，他们从危难里出发，在困厄中坚守，于压迫下抗争，克时艰，担风雨，一步一步走向光明。

